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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绩效落差是指企业的实际绩效与其期望水平的差距。虽然绩效落差是企业经常

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企业在出现绩效落差时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其组织要素和架构？相关的实

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果。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对绩效落差的反应不仅与某个时点的绩

效落差强度有关，而且与绩效落差持续的时间有关。本文基于威胁刚性理论，认为企业在面临

持续的绩效落差的威胁时，管理者会产生心理压力和焦虑，降低其灵活应对组织困境的意愿和

能力，采取更保守的管理措施，从而抑制了组织重构。本文根据中国化学制药行业2007—
2017年81个上市公司的454个有效观测值和手工收集的组织重构数据，研究证实企业绩效落差

持续时间的增加会抑制其组织重构活动；并且在纳入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变量后，本来显著

的绩效落差强度变得不再显著。这表明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是影响组织重构的一个更重要

的因素。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组织冗余和行业成长能够缓解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

的抑制效应。事实上，在高组织冗余的情形下，持续的企业绩效落差对组织重构的抑制效应转

变成了促进作用。本研究从动态的视角为企业绩效落差如何影响其组织响应行为提供了更具

整合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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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绩效落差是指企业的实际绩效与其期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s）的差距（Greve，2003）。在
VUCA情境下，绩效落差日益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企业在面对绩效落差时将如何反应？这是

绩效反馈文献关注的基本问题（Greve，2003；Tyler和Caner，2016；Ref和Shapira，2017；
Kuusela等，2017；Eggers和Kaul，2018）。然而，相关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有些研

究发现，绩效落差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搜索、变革和冒险（Greve，2003；Chen和Miller，2007）；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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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则表明，绩效落差会使组织行为趋于僵化，比如企业的竞争进取性更低（Ferrier等，

2002）。造成上述分歧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对绩效落差的反应不仅与特定时间点的绩效

落差强度有关，而且与绩效落差持续的时间长短密切相关（Yu等，2019；Iyer等，2019；李溪等，

2018）。从现实来看，持续的绩效落差和持续的亏损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例如，在成立时间

超过三十年的“老”企业中，约有23%是连年亏损的僵尸企业（聂辉华等，2016）；在获得风险投

资支持的“新”企业中，连年亏损的企业也屡见不鲜，甚至进一步引起对风险投资伤害经济发展

的反思（Mirhaydari，2018）。然而，关于负面绩效反馈持续时间的影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方

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Shinkle，2012；Yu等，2019）。
心理学研究早已认识到绩效持续时间对决策和行动的影响（Greve，2003；Chen和Miller，

2007）。随着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的延长，管理者的压力和焦虑也与日俱增，这与威胁刚性理论

（threat-rigidity theory）的观点不谋而合。威胁刚性理论指出，组织管理者在面对威胁时会产生

压力和焦虑，进而导致依赖既有惯例的反应（Staw 等，1981；Greve，2011；Shi等，2018）。本研究

基于威胁刚性的视角，关注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影响。组织重构是指组织系统某些

要素和组件的重新设计（Karim，2006）。之所以关注组织重构，是因为在已有研究中，企业在应

对绩效落差时的各种反应和行为[包括研发、创新、并购、新市场进入、组织重大发明（Greve，
2003；Tyler和Caner，2016；Ref 和Shapira，2017；Kuusela等，2017；Eggers和Kaul，2018）]时，都需

要以组织重构为前提，或者是伴随着组织重构。

本文认为，随着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的延长，组织管理者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会与日俱增，从

而降低其信息处理的意愿和能力，而组织重构又需要相当的信息处理水平，因而抑制了组织重

构行动的实施。本研究从内部资源和外部机会分别探讨了组织冗余和行业成长是如何缓解威

胁刚性机制的作用的，使用的是化学制药行业2007—2017年81个企业454个有效观测值的非平

衡面板数据，并且完全通过手工收集了相应的组织重构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

假设。本文的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在纳入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变量后，本来对组织重构具

有显著负向影响的绩效落差强度变得不再显著，这表明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是影响组织重

构的一个更重要的变量。

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贡献包括：首先，关于绩效落差如何影响企业的反应，本文基于威胁刚

性视角提出了更加一致的理论机制。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不同研究结

论之间存在冲突和分歧。其次，通过关注绩效落差的持续时间，本文从动态的视角为企业绩效

落差如何影响其组织响应行为提供了更具整合性的解释。大多数相关文献属于静态变量之间

的关系研究，本文响应了近期关于将时间维度整合进组织研究的倡议（Yu等，2019）。最后，本

文丰富了组织重构以及动态能力的前因研究，对于相关企业实施组织重构以及培育动态能力

具有启发意义。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威胁刚性理论

威胁刚性理论旨在解释企业在面临内外部威胁时管理者出现的依赖已有组织惯例的心理

和行为反应（Staw等，1981），这里的威胁是指“个体、群体或组织感知其切身利益即将受到负面

影响的情况”（Amabile和Conti，1999）。Staw等（1981）最早提出了个体、群体以及组织层面的威

胁刚性视角。根据威胁刚性理论，不同层面都离不开心理学机制的作用。当组织面临外部威胁

时，组织刚性即依赖已有组织惯例的倾向趋于增强，这在极端情境下会导致组织瘫痪

（George等，2006）。具体而言，威胁会引起两种反应机制（Staw等，1981）：一是管理者处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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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和能力。管理者会限制信息处理能力，包括缩小注意力范围、简化信息编码或是减少信

息获取渠道，并依赖已有的知识经验。二是与管理层的控制范围有关。管理者的权力和影响力

将变得更加集中。早期的威胁刚性理论关注外部环境给企业带来的威胁，后来，Greve（2011）转
向企业内部的威胁，将企业绩效落差视为一种威胁，并发现当出现业绩落差威胁时，小企业比

大企业变得更加刚性。最近基于威胁刚性理论的研究开始增加，例如，卖空者对高层管理人员

构成威胁从而会伤害企业的增长前景（Shi等，2018），环境敌对性带来的威胁会导致创业倾向

急剧下降（Kreiser等，2020）。总之，威胁刚性理论可以解释组织在面临内外部威胁时的组织反

应。以下采用威胁刚性理论来阐述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影响。

（二）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是企业绩效低于其期望水平的时间长度（Yu等，2019）。最近的研究开

始注意到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企业战略的重要影响。例如，Iyer等（2019）发现绩效落差持续时

间对并购相关性有显著影响，Yu等（2019）发现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创新搜索有显著影响，李

溪等（2018）也证实了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鉴于创新战略和并购战略通常伴

随着组织重构，本研究专注于考察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影响。

组织重构作为重要的企业变革形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Eisenhardt和Brown，1999；
Karim，2006；Girod和Whittington，2015）。组织重构是组织系统某些要素和组件的重新设计

（Karim，2006），包括扩张和收缩等决定（Karim，2009）。根据Karim（2009）、Girod和Whittington
（2017），组织重构包括在组织中增加新单元、从组织中删除部分单元，以及在组织内部重组单

元（Karim，2006）。组织重构是企业持续重新配置其各业务单元以获取竞争优势的尝试，体现

了企业的动态能力。组织重构表现出来的弹性与组织刚性正好相反，后者部分来源于根深蒂固

的认知惯性（Tripsas和Gavetti，2000）以及与环境紧密结合、难以更改的组织例程（Siggelkow，

2001）。
威胁刚性效应（Staw等，1981；Greve，2011）可以有效地解释组织在面对内外部威胁时的反

应。具体而言，组织在面临威胁时，管理者会限制信息处理，依赖以往的惯例和假设，导致组织

变得更加刚性。Gilbert（200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强烈的威胁感知会放大组织惯例的刚

性。这意味着企业进行组织重构的可能性变小。当企业绩效落差只是偶尔或短暂发生时，管理

者会倾向于归咎于环境，并不会产生多少压力和焦虑心理状态。然而，当企业绩效持续低于期

望水平，这种威胁会使管理者产生压力和焦虑，从而使管理者限制信息处理，而组织重构行为

需要管理者大量的信息处理活动，比如收购一家公司需要大量的尽职调查并且考虑复杂的整

合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尽量避免组织重构行为。总之，从威胁刚性理论来看，绩效落差

的持续时间越长，组织面临的困境越严重，则管理者的心理压力也越大，管理者越会倾向于限

制信息处理，组织更可能趋于僵化，从而减少重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 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越长，组织重构行为越少。

（三）内部资源——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组织冗余被定义为可以随时调整或重新部署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资源储备（George，2005；
Voss等，2008），而组织重构正是对企业资源的重新部署（Karim，2006），因而组织冗余对于广

泛的组织重构是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代理理论将组织冗余视为管理者自利行为的体现并且有

时会带来刚性（Kim等，2008），但组织理论倾向于强调组织冗余会使企业开展更多的试验、风

险承担行动和创新行为（Cyert和March，1963；Bourgeois，1981；March，1991；O’Brien，2003），这
有利于突破组织刚性。根据威胁刚性理论，有丰富资源储备的企业，其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拥

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和更高的控制水平（Shi等，2018；Kreiser等，2020），例如，在进行业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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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受到资源的掣肘会更少；在企业转型中，收缩相关业务时对资源损失的敏感性更小。总而言之，

高水平的组织冗余为管理者的经营行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从而提高其对企业的控制水平。

本文预期组织冗余会降低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尽管持续绩

效落差会使组织趋于僵化，进而约束组织重构，但企业如果存在高水平冗余，管理者将保持对

企业的高控制水平（Shi等，2018），管理者依然可以使用额外资源进行各种尝试，不会因为绩效

落差而“束手束脚”（Kuusela等，2017）。另一方面，高水平冗余让企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时

间，对企业保持高控制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缓解管理者的心理压力，从而可以更频繁地开展

组织重构活动。事实上，融资表现很好的企业，即使长期亏损，也阻止不了其不断重构的节奏。

比如京东在2016年前持续13年亏损，组织重构本应大大减少，但由于“弹药”充足，几乎观察不

到持续亏损的负面影响。相反，在持续亏损条件下，京东仍然一直没有停止组织重构和创新的

步伐，包括建成物流体系、完善产品线、平台开放、收购第三方支付公司、推出供应链金融、推出

创投、成立各种新事业部（如生鲜事业部）等。反之，如果缺少组织冗余，将无法改善持续绩效落

差带来的低水平组织重构后果，也无法承受组织重构带来的风险。总之，组织冗余有助于提升

管理者控制和信息处理水平，可以支持管理者为摆脱困境进行各种尝试，也能缓解管理者面对

困境时的压力。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组织冗余会减弱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之间的负向关系。

（四）外部机会——行业成长的调节作用

除了内部资源会缓解持续绩效落差威胁带来的组织刚性，外部机会也能缓解这种组织刚

性。Datta等（2005）与Hambrick和Finkelstein（1987）指出行业成长会降低组织刚性倾向。在战略

管理文献中，Hofer（1975）指出产业或者产品演化周期是“决定公司业务战略的最根本变量”。
在演化周期中主要的变量是行业收入增长率，是决定环境丰裕度的主要变量（Dess和Beard，
1984）。此外，很多战略组合模型也将行业成长视为非常重要的情境变量，比如波士顿业务组合

矩阵。Ansoff（1965） 提出行业成长能使所在企业加强现有市场的竞争地位或者扩张已有产品

市场的范围。

我们预期行业成长会降低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负面影响。第一，由于高成长行

业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Peng和Luo，2000；Zhang和Li，2010；Datta等，2005），会降低持续

绩效落差威胁带来的高层管理者集权反应，因为高层管理者需要分权才能有效利用行业成长

带来的机会。第二，高行业成长条件下，高层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即决策自由度

（Zhang和Li，2010；Datta等，2005），竞争战略多样性提高（Zhang和Li，2010），会缓解高层管理

者回到传统惯例进行简单信息处理的倾向。第三，行业成长也影响环境提供的资源丰度

（Dess和Beard，1984；Zhang和Li，2010; McDougall等，1994）。高行业成长可以为企业提供很多

资源，比如风险投资、技术研发在高成长行业更加普遍。因此，高层管理者更不用担心持续绩效

落差威胁带来的资源限度问题。由于以上原因，高行业成长缓解了持续绩效落差威胁带来的组

织刚性问题，因而持续绩效落差者对组织重构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行业成长会减弱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研究期间

本文以证监会行业分类的医药制造业（C27）作为研究样本。第一，本文研究问题是绩效落

差对组织重构的影响，研究样本所在行业最好相对稳定以控制绩效以外的影响因素。医药制造

业需求弹性小，基本不受经济周期影响，属于稳定性行业。第二，由于组织重构是通过子公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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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刻画，竞争性行业更有可能持续进行子公司重构以适应竞争。我国医药制造业CR5<10%属

于分散竞争型产业（张晓燕和倪春霞，2016）。第三，已有组织重构研究通常采用医药制造行业

为研究样本（Siggelkow，2001；Karim，2006，2009，2012；Karim和Kaul，2015）。为了促进研究的

可比较性，本文也采用一致的方法。考虑到化学制药行业和中药行业的差异，本研究从中筛选

出化学制药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最后，本研究还剔除了一些非绩效因素导致的组织重构行为样

本，包括被借壳上市，上市后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上市后从其他行业转行到医药制造业。

研究数据区间为2007—2017年。2018年上市的公司缺乏必要的数据，因而剔除2018年上市

的公司样本。从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各项财务数据披露的强

制力度加大，上市公司重要事项的披露也更加规范化，因此本文以2007年作为组织重构数据收

集的起点。为预测第t年的重构情况，需要滞后一期的绩效数据来计算绩效落差的强度和持续

性，故本研究的绩效数据区间为2006—2017年。重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其他变量数据来

自WIND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

为确保数据准确，本文采用多种方法交互验证：（1）在年报中手工寻找上市公司的重构行

为，并将数据分类汇总，由两个人分别进行，最后对照验证，如不一致，讨论后解决；（2）比对

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中共有的数据；（3）利用上市公司年报及巨潮资讯网等专业信息

披露网站，对数据进行再次核实。通过以上步骤，本文整理出化学制药行业2007—2017年的非

平衡面板数据，包括81个上市公司454个有效观测值的样本。

（二）被解释变量：组织重构

在衡量组织重构时，本文与Girod 和Whittington（2017）相同，遵循Karim（2006）对组织重构

的界定方法。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手工考察子公司的变化来衡量组织重构。首先，本文将上市

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子公司变动信息分类为八大类：（1）新设子公司，（2）收购子公司，（3）合并子

公司，（4）拆分子公司，（5）出售子公司，（6）注销子公司，（7）增资子公司，（8）减资子公司。其次，

按照Girod 和Whittington（2017）对重构的分类方法，本文将以上8种类别重新整理成5种类别：

（1）通过内部开发或收购以增加新单元：新设子公司、收购子公司；（2）采取合并形式重组单元，

以创建一个单一的新单元：合并子公司；（3）以从一个单元转移资源到另一个单元的形式重组

单元：增资子公司、减资子公司；（4）拆分单元，以形成新的独立单元：拆分子公司；（5）通过关闭

或撤资以删除单元：出售子公司、注销子公司。最后，本文以子公司重构行为发生的次数来衡量

组织重构，即在特定年份中5大类重构行为的合计次数。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2012年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6—2011年与2012—2017年两个阶段的组织重构信息对应不同的年报检索范围，但检索内

容是一致的。2006—2011年的检索范围包括：（1）重要事项，（2）主要控股（主要子公司、控股子

公司），（3）投资情况，（4）合并报表（合并范围、合并会计、情况说明、合并财务报表），（5）注销，

（6）清算，（7）处置子公司，（8）企业合并，（9）新设，（10）其他股权投资。2012—2017年的检索范

围包括：（1）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2）报告期内取得

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3）重要事项（收购、出售、合并、其他说明），（4）投资状况分析，（5）公司

子公司重大事项（重要事项），（6）投资方面，（7）长期股权投资。

（三）解释变量：绩效落差持续时间

绩效落差强度指企业实际绩效与绩效期望水平的差距。关于企业绩效，本文遵循Chen和
Miller（2007）、Bromiley 和Washburn（2011）以及Yu等（2019）的方法，使用资产回报率（ROA）作

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因为ROA可以在不同研究之间进行比较，也是绩效反馈研究用得最

广泛的指标（Ref和Shapira，2017）。关于绩效期望水平，一般是通过相对于行业的基准绩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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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望水平）或者公司自身的历史绩效（历史期望水平）形成的（Bromiley 和Washburn，2011），
本文关注企业的社会期望水平。根据新制度理论（Powell和DiMaggio，1991），由于同构压力，行

业内竞争对手的行为和绩效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Kim等（2015）认为，社会期望水

平揭示了公司在市场和股东眼中应该达到的绩效水平。Harris和Bromiley（2007）发现，相比基

于历史期望水平的绩效落差强度，基于社会期望水平的绩效落差强度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更大。显然，基于社会期望水平更适合本文研究的绩效落差强度，因为“一家绩效低于行业平均

水平的公司几乎不可能希望其绩效继续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一家绩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公

司几乎不可能去追求达到行业平均水平”（Bromiley，1991）。本文采用t−2年的行业绩效中位数

来衡量t−1年的绩效期望水平（Yu等，2019）。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在特定年份，如果一家企业的实际绩效高于或等于绩效期望水平，那

么该年该企业被编码为“0”，而绩效落差持续时间长度则用于存在绩效落差的企业（Yu等，

2019；Iyer等，2019）。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存在绩效落差，则该企业将被编码为1，如果该企业连

续两年存在绩效落差，则编码为2，同理推导。

（四）调节变量

组织冗余：Bourgeois（1981）将组织冗余分为吸收冗余（销售行政及一般费用和收入的比

率）、未吸收冗余（速动比率）和潜在冗余（权益负债比）三类，本文将三类指标标准化后加总，作

为最终的组织冗余，来测量冗余资源的充足程度（李晓翔和刘春林，2013；李溪等，2018；吕迪伟

等，2018）。
行业成长：以样本所在行业的规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行业成长，具体为

t−1年的行业收入与t−2年的行业收入之差除以t−2年的行业收入（Xia等，2018）。
（五）控制变量

根据组织重构、动态能力以及绩效反馈文献，本文选择以下控制变量：

绩效相关变量：由于本研究希望通过引入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来调解绩效落差强度的不一

致发现，因而必须控制绩效落差强度。绩效落差强度：借鉴Chen和Miller（2007），t年的绩效落差

强度衡量为Ii×（期望绩效i,t-1−实际绩效i,t-1）。Ii是一个虚拟值，当实际绩效小于期望绩效时编码为

1，否则编码为0。另外，根据绩效落差强度文献的一贯做法，同时控制绩效顺差强度（Kuusela
等，2017）。绩效顺差强度与控制变量绩效落差强度的衡量方式刚好相反。

公司治理相关变量：由于组织行动与公司治理状态密切相关，本研究控制了董事长变更和

两权合一两个变量。董事长变更，t年更换董事长则编号为1，否则为0（Girod和Whittington，2017）。
国内企业中，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董事长大多是经营的第一负责人和参与者，因而对企业决策

有重大影响。本文样本中的81家上市公司中有68家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董事长

变更可能还不能充分刻画公司治理状态，因而增加两权合一变量来刻画。两权合一，董事长与

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同一人则编号为1，否则为0（李溪等，2018），两权合一的董事长对企业有

更高的控制度和经营参与度。

风险相关变量：为了控制企业层次其他相关风险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还控制了破产风险和

财务风险。Z值，体现破产风险。Z值越低，破产可能性越大。若一个企业接近破产，会转移注意

并保守行事（Chen和Miller，2007）。债务比率，总债务除以总资产（Simerly和Li，2000），过高的

负债表明企业财务风险比较大。

企业层次其他变量：企业年龄，即截至t年，企业成立的年限。成立时间越久的企业，可能刚

性越强。企业规模，即t年的销售额，并取自然对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刚性表现上会有所不同

（Greve，2011），所以进行控制。企业成长，借鉴Ramezani等（2002）和Yu等（2019），用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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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率来描述企业成长，衡量方法为t−1年的营业收入与t−2年的营业收入之差除以t−2年
的营业收入。

（六）分析方法

考虑被解释变量组织重构为计数变量，方差大于均值，存在过度分散问题。本文使用负二

项回归。由于豪斯曼检验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使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另外，为了缓解多重

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构成交互项的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R E CFi;t = ¯0+ ¯1DUR B i;t¡1+ ¯2DUR B i;t¡1SLA CK i;t¡1

+¯3DUR B i;t¡1GR O I t¡1+
X

Control + Year + "i;t

其中，RECFi,t是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企业i在第t年的组织重构；自变量DUR_Bi,t−1代表绩效落

差持续时间，企业i在第t−1年时绩效落差持续时间；调节变量SLACKi,t−1是组织冗余，代表企业

i在第t−1年的组织冗余水平；调节变量GRO_It−1是行业成长，代表样本行业在第t−1年的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率；∑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Year表示年度虚拟变量；ɛ为随机扰动项。所有自变量、

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是为了控制可能的反向因果关系。

四、  研究结果

本文首先对进入回归模型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平均值为1.99，
最大值为4.32，小于阈值10，可以排除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和相

关性统计分析结果分别如表1、表2所示。在样本中，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最长的达10年之久，也有

企业从来没有经历过绩效落差，平均的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是1.77年。样本中组织重构次数最频

繁的达52次之多，也有企业从来没有经历过组织重构，平均组织重构次数是2.88次。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组织重构 2.885 4.373 0 52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 1.769 2.404 0 10
组织冗余 0.147 2.661 −2.150 36.53
行业成长 0.182 0.065 0.096 3 0.269
绩效落差强度 2.156 3.288 0 27.96
绩效顺差强度 3.459 6.471 0 51.43
两权合一 0.264 0.441 0 1
董事长变更 0.066 0.249 0 1
Z值 12.91 23.54 0.682 325.4
负债比率 0.345 0.195 0.007 52 0.883
企业年龄 15.29 5.042 6 39
企业规模 21.09 1.041 18.83 23.62
企业成长 0.170 0.260 −0.374 2.403
 
 

在回归模型中，本文以第t年的组织重构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第t−1年的绩效落差持续时间

作为解释变量，以第t−1年的组织冗余和t−1年的行业成长作为调节变量，控制变量设定为

t−1年。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为控制变量模型。模型2中加入了绩效落差持续时

间主效应。模型3中加入了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冗余的交互项。模型4中加入了绩效落差持

续时间与行业成长的交互项。模型5为全变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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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组织重构 1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 −0.129*** 1
组织冗余 −0.035 −0.146*** 1
行业成长 −0.121***−0.206*** 0.010 1
绩效落差强度 −0.131*** 0.545*** −0.071 −0.253*** 1
绩效顺差强度 −0.046 −0.399*** 0.054 0.273*** −0.356*** 1
两权合一 −0.100** 0.027 −0.029 0.014 0.072 −0.050 1
董事长变更 −0.012 0.156*** −0.089* 0.001 0.136*** −0.099** −0.015 1
Z值 −0.037 −0.192*** 0.800*** 0.038 −0.151*** 0.244*** −0.057 −0.085* 1
负债比率 0.130*** 0.272*** −0.533*** 0.016 0.260*** −0.252*** 0.007 0.097** −0.497*** 1
企业年龄 0.122*** 0.145*** 0.071 −0.068 0.067 −0.156*** 0.062 0.079* −0.011 0.080* 1
企业规模 0.318*** 0.035 −0.166*** 0.024 −0.100** 0.060 −0.176** 0.063 −0.088** 0.335***0.312*** 1
企业成长 0.110** −0.176*** −0.081* 0.038 −0.253*** 0.273*** 0.014 0.001 0.039 0.017 −0.069 0.025 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2中，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显著相关，且系数为负（系数为−0.092，p<0.01），
表明绩效落差持续时间越长，组织重构越少，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更精确地，绩效落差多持续

一年，组织重构次数将减少约8.8%（eβ1−1=e−0.092−1=−0.088）。模型3中，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

织冗余的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系数为0.036，p<0.05），表明企业的组织冗余水平越高，绩

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模型4中，绩效落差持

续时间与行业成长的交互项边际显著，且系数为正（系数为0.605，p<0.1），表明当行业成长越

快，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
为了更清晰的说明组织冗余和企业成长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根据回归分析结果绘制了

调节效应图。高水平调节变量指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低水平调节变量指均值减去一个标准

差。图1显示，当企业组织冗余较低时，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呈负向关系。有趣的

是，当企业组织冗余较高时，不仅减弱了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的负向关系，甚至

还使二者关系变成正向，显示了组织冗余强大的扭转效应。更精确地，在低组织冗余条件下，绩

效落差多持续一年，组织重构次数将减少约14.7%（eβ1+β2*Mh−1=−0.147）。在高组织冗余条件下，

绩效落差多持续一年，组织重构次数将增加约3.4%。图2显示，当行业成长快时，企业绩效落差

持续时间与组织重构的负向关系得到了缓和。更精确地，在低行业成长条件下，绩效落差多持

续一年，组织重构次数将减少约8.7%。在高行业成长条件下，绩效落差多持续一年，组织重构

次数将减少约1.2%。这些结果都与本文的预测一致。

本研究还通过变量替代性测量方式、增加和更换控制变量、更换回归方法进行各种稳健性

检验。首先，更换了绩效期望水平的测量方式，将行业中企业绩效中位数替换成除焦点企业外

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均值（李溪等，2018），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其次，增加新

的控制变量：企业性质（国有性质编码为1，其他编码为0）、股权集中度（用大股东持股比例衡

量）、董事长任职时间（新董事长第一年上任编码为1，连续两年在任，则编码为2，依次类推），并

更换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衡量方式，用员工人数代替销售收入，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本文结论未受影响。最后，使用泊松回归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五、  结论和讨论

本文根据威胁刚性理论，以化学制药业2007—2017年81个上市公司的454个有效观测值的

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结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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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一，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长会抑制组织重构。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绩效落差会驱动组织

重新搜索信息实施组织变革，因而可能会促进组织重构。然而本研究指出，绩效落差一旦持续

出现，将给管理者带来相当的心理压力和焦虑，从而限制管理者的信息处理，而组织重构活动

需要高水平信息处理能力，因而绩效落差持续时间越长，越会抑制管理者发起的组织重构活

动。事实上，在纳入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因素后，本来负向影响的绩效落差强度变得不再显

著，表明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是影响组织重构的更重要因素。

第二，内部资源会影响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的抑制效应。企业如果拥有较高的组织冗余，就

可以缓和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抑制效应。企业如果存在高水平冗余资源，管理者可

以使用这些额外资源进行各种尝试，不会因为绩效落差而“束手束脚”。另外，高水平冗余资源

使管理者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时间，能缓解管理者的心理压力和焦虑，使其更从容地开展组织

表 3    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组织冗余 0.019 0.014 −0.037 0.014 −0.039

（0.85） （0.59） （−1.09） （0.59） （−1.44）
行业成长 −1.444 −2.599* −2.769** −2.769** −2.966**

（−1.08） （−1.94） （−2.08） （−2.07） （−2.22）
绩效落差强度 −0.045*** −0.019 −0.021 −0.030 −0.032*

（−2.63） （−1.10） （−1.23） （−1.61） （−1.75）
绩效顺差强度 −0.016* −0.018** −0.017** −0.017* −0.016*

（−1.85） （−2.04） （−2.03） （−1.91） （−1.90）
董事长变更 −0.061 −0.034 −0.047 0.025 −0.038

（−0.36） （−0.21） （−0.29） （−0.15） （−0.23）
两权合一 −0.099 −0.102 −0.109 −0.108 −0.115

（−0.91） （−0.94） （−1.01） （−1.00） （−1.07）
Z值 −0.000 6 −0.000 2 0.003 0.000 01 0.003

（−0.23） （−0.10） （0.93） （−0.07） （1.00）
负债比率 0.071 0.266 0.397 0.229 0.368

（0.20） （0.76） （1.12） （0.65） （1.03）
企业年龄 −0.026 −0.022 −0.018 −0.021 −0.017

（−1.60） （−1.41） （−1.18） （−1.29） （−1.06）
企业规模 0.441*** 0.410*** 0.410*** 0.412*** 0.412***

（5.88） （5.69） （5.79） （5.70） （5.81）
企业成长 −0.008 −0.036 −0.041 0.059 0.064

（−0.06） （−0.25） （−0.29） （−0.41） （−0.45）
年度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 −0.092*** −0.068** −0.162*** −0.140***

（−3.57） （−2.42） （−3.28） （−2.78）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组织冗余 0.036** 0.037**

（2.10） （2.15）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行业成长 0.605* 0.629*

（1.69） （1.76）
截距 −6.608*** −5.755*** −5.911*** −5.707*** −5.864***

（−4.30） （−3.85） （−3.99） （−3.79） （−3.94）
对数似然值 −895.540 5 −888.954 95 −886.867 46 −887.542 84 −885.346 31
对数似然值拟合度提高值检验（自由度） 13.17***（1） 17.35***（2） 16.00***（2） 20.39***（3）
N 454 454 454 454 45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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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活动。事实上，在高组织冗余条件下，企业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抑制效应不仅

消失，甚至会转变为促进效应。

第三，外部机会会影响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的抑制效应。在高成长行业的企业，绩效落差持

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抑制效应相对没有那么严重。由于高成长行业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即决策自由度，竞争战略多样性提高，从而会缓解高层管理者回

到传统惯例进行简单信息处理的倾向。另外，行业成长也会影响环境提供的资源丰度。高行业

成长可以为企业提供很多资源，高层管理者更不用担心持续绩效落差威胁带来的资源紧张问

题。因此，在高成长行业的企业，持续绩效落差威胁带来的组织刚性问题相对没有那么严重，持

续绩效落差者对组织重构的抑制效应也得到缓解。

本文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第一，通过考察绩效落差的持续时间，更合理地解释了既有

文献中绩效落差影响组织重构的相互冲突的结论。已有文献在考察威胁感知影响时区分了对

企业资源刚性和惯例刚性的不同影响，以此来澄清威胁对组织反应截然不同的影响（Gilbert，
2005）。与之不同，本研究通过引入时间动力学来破除这一悖论。本文认为，关于绩效落差强度

的影响之所以存在相反的发现，一个可能原因是企业反应并不仅仅与一个时点的绩效落差强

度有关，更重要的是绩效落差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即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本研究的实证结果

支持了这一点。这表明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是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概念。

第二，本文提出了基于威胁刚性视角的理论机制，用以解释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反应

的影响这不同于已有的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的解释。已有的解释认为，当组织绩效低于期望水平

时，企业会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搜索，以识别解决绩效的方案，从而开展组织变革（Kuusela等，

2017）。与企业行为理论的预测不同，本文采用威胁刚性的视角（Staw 等，1981；Greve，2011；
Shi等，2018）来考察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影响，指出在持续绩效落差的威胁下，管

理者容易产生压力和焦虑的心理状态，这会限制其信息处理行为，导致组织刚性，从而抑制组

织重构。这样既丰富了理解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提供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如

何影响组织行为和结果更完整的图景。

第三，本文还丰富了组织重构以及动态能力的前因研究。组织重构研究大多聚焦组织重构

对创新和绩效的研究（Karim，2009；Karim和Kaul，2015；Girod和Whittington，2017）。这些研究

指出了组织重构的重要性，但对组织重构是如何发生的、生成机制是什么，仍然所知有限。这削

3

2

1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低财务冗余

高财务冗余

绩效落差持续时间

组
织
重
构

 
图 1    组织冗余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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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相关研究针对管理者如何通过组织重构来促进创新和绩效的借鉴意义。类似地，将组织重

构作为动态能力一个维度的相关研究，也存在前因不明的问题（Protogerou等，2012；Wilden等，

2013；Schilke，2014；Zhou等，2019）。本文尝试通过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来解释组织重构的水平，

可以帮助学者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组织重构和动态能力是如何发生的，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在管理意义方面，本文发现，组织冗余和行业成长都有助于缓解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带来的

刚性效应，即缓解持续绩效落差对组织重构的负面影响。在高成长行业中的企业可以享受多方

面的优势。它们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和成长，即使在面临困境如持续绩效落差时，高成长

行业提供的机会和资源丰裕也有助于克服持续绩效落差的威胁，管理者仍然有余地开展组织

重构，避免落入组织刚性的陷阱。此外，组织冗余也有助于克服持续绩效落差的威胁。代理理论

倾向于认为组织冗余是管理者自利行为的体现，因而股东或者董事会有时会抑制管理者构建

组织冗余。根据本文的研究，至少在持续绩效落差这样的威胁下，股东或者董事会应该允许构

建组织冗余的措施。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本研究只使用了化学制药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结

论是否适用于其他产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检验。第二，对于化学制药业这样的高技术产业，研

究开发的重构和生产系统的重构或许存在重大差异。比如相比生产系统的重构，研究开发的重

构对管理者信息处理的要求更高，因而可能对绩效落差持续时间更加敏感。遗憾的是，即使本

研究通过手工收集组织重构的数据，也无法获得如此细分的数据。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未来研

究也许可以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业务层面的重构活动进行更细致的刻画。第三，本研究将绩

效落差持续存在看成一种威胁，因而采用威胁刚性的理论视角，未来研究还可以从不同的理论

视角来理解绩效落差持续存在的现象，从而丰富对绩效落差持续时间的研究。

本研究揭示了绩效落差持续时间对组织重构的影响，并且探讨了这种影响的边界。以往大

多数研究只关注绩效落差强度的影响，对于时间因素在组织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尚处于探索阶

段。本研究相信，考察绩效反馈的时间动力学，对于战略管理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方向。本

文关注了绩效反馈的时间维度对组织重构的影响，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绩效反馈的时间维度

对其他战略管理和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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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performance Duration and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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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Underperformance refers to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an enterprise
and its expected level. Although underperformance is a practical problem that enterprises often face, do
enterprises need to readjust their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and structure when underperformance does
occur? There is no consistent result in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response
of enterprises to underperformanc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intensity of underperformance at a certain
time point,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duration of under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threat rigidity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en faced with the threat of continuous underperformance, managers will produc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anxiety,  reduce  their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flexibly  deal  with
organizational  difficulties,  and  take  more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measures,  thus  inhibiting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e 454 effective observations of 81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from 2007 to 2017 and the data collected manually,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duration of underperformance will inhibit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activities. Moreover, after the underperformance duration variable is included, the original significant
underperformance  intensity  becomes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duration  of
underperformance is a more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organizational redundancy and industry growth can allevi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duration of underperformance on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In fact, in the case of high organizational
redundancy,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ontinuous underperformance on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turns
into a promoting effect. The con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underperform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re
consistent theoretica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at rigidity. Secondly, by focusing on the
duration  of  underperforma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more  integrated  explanation  for  how
underperformance affect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behavior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enriches the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which is
instructive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and build dynamic capabilities.

Key words: threat rigidity; organization reconfiguration; underperformance duration; resource
Slack; industr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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